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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梳理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法、断点回归设计、合成控制法等传统政策

效应评估方法基础上,本文介绍了多维度溢出效应下的政策评估方法,并强调了空间网络计量模型

应对多维溢出效应挑战的独特优势。特别地,本文重点探讨了空间网络计量模型在处理单一政策

存在个体或区域间溢出、政策效应和溢出效应均存在动态变化、组合政策存在多维度效果溢出、政
策效应存在于高维空间网络数据等四类情形时的政策评估方法、识别与估计问题。中国交通、互联

网等硬件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以及全国统一大市场等软环境的日益改善,成为提供中国学者

深入探讨政策效应评估方法的原创沃土和独特优势。在政策效果溢出效应复杂化的当下,本文的

探讨可为政策评估方法未来的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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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党和国家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视愈发凸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提出,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

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

上首次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
为大会的鲜明主题。鉴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建设依赖制度完善和政策执行的科学性、合
理性,机制研究需提供可靠的政策评估方法,以满足

政策制定者系统、直观地了解执行是否有力、政策是

否有效,进而有针对性地制定并实施相关改革措施

的现实要求。
政策效果评估的科学性和重要性受到党和国家

的日益重视。2020年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
议明确指出我国要“健全重大政策事前评估和事后

评价制度,畅通参与政策制定的渠道,提高决策科学

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2022年10月26日,党

瞿茜 上海交通大学 安 泰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教授、经 济 系 主 任,上 海 市 青 年 拔 尖 人

才。研究方向包括计量经济理论、空间计

量模型、区 域 与 城 市 经 济 学、社 交 网 络 与

同辈效应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

青年科学基金等项目,在国内外顶级经济学

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ournal
 

of
 

Econometric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等发表论文20余篇。

郭俊聪 上海交通大 学 安 泰 经 济 与 管 理

学院助理研 究 员。研 究 领 域 包 括 应 用 空

间 计 量 经 济 学、区 域 经 济 学 和 劳 动 经 济

学;研究方向包括使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

法研究溢出效应和同伴效应。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Economics
 

Letters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了“坚持精准扶贫、尽锐出战,
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坚持

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打好蓝天、
碧水、净土保卫战”。这反映出党和国家在提高政策

实施精准性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从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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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了精确、合理、客观评估公共政策评估方法的

重要性。换句话说,精准评估政策效果是国家治理

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我国高质量发展的

有力保障。
然而,伴随着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互联

网的快速发展,线下、线上沟通交流的便利程度得到

大幅提高,这就决定了政策的实施效果并非仅仅受

本地区、本行业因素影响,公共政策的溢出效应愈发

凸显[1]。互联网和交通基础设施同步发展的客观事

实进一步扩大了政策在个体、行业、区域之间的影响

范围。因此,一个预期定位精准的政策也可能产生

广泛的溢出效应,进而对经济社会带来深远的影

响,而对于此类政策的效果评估,因其具有复杂空

间网络 溢 出 效 应,对 传 统 政 策 评 估 方 法 提 出 了

挑战。
为此,本文在对传统政策评估方法进行归纳总

结的基础上,基于空间网络数据的特点,针对政策效

应存在动态变化、多维度空间溢出等多种复杂情

况,拓展现有的空间网络计量模型,提出并构建一

种科学的政策评估方法,以期精准测度政策的实施

效果。

1 政策评估方法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1.1 政策评估方法的计量建模

从计量模型看,现有研究方法正逐步从“观察数

据”到“拟实验数据”和“实验数据”的计量建模思路

转变,总体形成从数据和结构中提炼因果关系,以达

到政策评估的精细化和有效性的发展趋势。其中,
固 定 效 应 模 型 (Fixed

 

Effect,FE)、工 具 变 量

(Instrumental
 

Variable,IV)、断 点 回 归 设 计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RDD)、双重差分

法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DID)、事 件 研 究

(Event
 

Study)、合 成 控 制 法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CM)、随 机 对 照 组 实 验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RCT)等为学术界主流的政策评

估方法[2]。在具体的政策评估中,研究者往往需要

结合数 据 或 场 景 自 身 的 特 点,选 用 合 适 的 估 计

方法。
(1)

 

固定效应模型。作为政策评估中识别因果

关系最基础、发展最早的方法之一,其主要思想在于

通过控制丰富的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从而实现消

除或缓解共同因素对政策效应识别的干扰。从适用

范围看,该方法主要应用于面板数据结构,研究者通

常采 取 在 模 型 中 加 入 双 重 固 定 效 应(Two-way
 

Fixed
 

Effects)①的做法,以控制个体层面不随时间

变化的因素,以及宏观层面只随时间变化但不随个

体变化的因素。例如,探讨政府财政补贴对企业创

新成果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时,不同企业自身固有特

点不同,不同时期企业共同面临的国际国内大环境

也不同,而两者同样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
因此,一方面有必要引入企业固定效应,将各企业本

身固有的创新禀赋分离出来,另一方面又要控制不

同时段的时间固定效应,从而得出更加合理、准确的

政策效果。在此基础上,近年来学术界也提出了更

一般化的方法。例如,将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相乘

构建 的 交 互 固 定 效 应 模 型 (Interactive
 

Fixed
 

Effect)[3]。控制固定效应目前已成为政策评估研究

中的规范方法,并通过与其他方法相结合得到广泛

应用。图1展示了1980年以来美国国家经济研究

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U.S.,
 

NBER)和2004年以来经济学五大期刊②发表的论

文采用各类方法的比例。根据图1A可知,固定效

应模型始终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主流方法,比例最高,
且长期处于稳步增长趋势,2015年后占比甚至超过

了50%。
(2)

 

工具变量法。作为政策评估中另一种识别

因果关系常见的方法,尤其适用于当政策实施存在

内生性的情况。例如,在制定和落实精准扶贫政策

过程中,由于被扶贫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本来就较

低,即收入水平往往决定了一个地区是否作为扶贫

对象。此时,若只是简单对比扶贫对象和非扶贫对

象的收入水平差距,极有可能会得出扶贫政策反而

降低了居民收入水平的错误结论。因此,为克服政

策实施的内生性问题,研究者需要为政策寻找合适

的工具变量[4]。同样以扶贫政策为例,考虑到贫困

往往与当地的自然条件相关,满足相关性假定;而自

然条件一般较为外生且与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并不存

在直接联系,满足外生性和排他性假定,因此,与自

然条件相关的变量可以作为政策变量的工具变量。
图1B展示了工具变量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

地位,尽管运用该方法的论文占比增速并不快,但近

十几年来其比例一直处于高位。

①
②

即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包括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Econometrica、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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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即政策前后的差分、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差分。

  (3)
 

断点回归设计。其基本思想在于:考虑存

在一个连续变量,该变量可以决定个体在某一临界

点两侧接受政策干预的概率。若政策的实施依赖于

某个指标,且存在客观的断点,如个人所得税基本起

征点、企业获得补贴的最低研发费用投入额等,那么

断点回归设计无疑是评估此类政策的合理方法。该

方法最早由 Thistlethwaite和 Campbell[5]在1960
年提出,但在提出的早期关注度并不高。1999年

Angrist和Lavy[6]开始将其运用在经济学领域,研
究班级规模对成绩的影响。直到Hahn等[7]于2001
年对该方法进行了规范的计量经济学理论证明,学
术界才开始大量涌现基于该方法的应用研究。如图

1C所示,NBER中运用断点回归设计方法的论文在

2000年之后得到了快速增长,所占比例在2018年

已达10%;发表在经济学五大期刊上的相关论文占

比也保持了类似的增长趋势。
(4)

 

双重差分法。又称为“倍差法”,由2021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Card及其合作者在研究最

低工资政策时引入到主流经济学研究[8]。该方法主

要通过对比实验组和控制组在政策前后变化的差异

来评估政策效果,因其涉及两次差分① 而得名。若

政策具有一定随机性,且只在部分地区实施,那么

双重差分法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评估方法。近三十

年来,相关的研究层出不穷,论文占比快速上涨。
最具代表性的中文文献之一来自于2005年周黎安

和陈烨[9]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对中国农村税费改革

的政策效果评估。如图1D所示,2018年后该方法

在经济学五大期刊上得到了超过15%的论文采

用。不仅如此,近年来该方法在计量理论和应用层

面继续 有 所 创 新 和 突 破,例 如 交 错 双 重 差 分 法

(Staggered
 

DID)[1012]、三 重 差 分 法 (Triple
 

Difference)[13,
 

14]等。
(5)

 

合成控制法。在现实过程中,研究者还会

不可避免的面临难以满足双重差分法所要求的处理

组与控制组严格共同趋势假定,导致样本选择偏误

问题。例如,实施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城市,极
有可能也在研发费用达到一定额度后享受税收减

免、地方政府人才引进政策力度也可能加大,这种

“政策叠加效应”使得传统双重差分模型等方法难以

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看,即便采用倾向

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与双重

差分模型相结合的思路,为处理组寻找到了尽可能

接近的控制组,也无法确保得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

策的“净”政策效应。反观基于“反事实估计框架”提
出 的合成控制法则是一个可行的估计思路[15]。合

图1 四种政策评估方法相关论文发表所占比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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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控制法的基本思想在于:虽然通常不易找到与受

政策干预地区完全相似的理想控制地区,但通过对

潜在控制组样本库(Donor
 

Pool)进行适当的线性加

权组合,以构造出与受政策干预地区在政策实施前

的相关预测变量完全类似的“合成控制组”,并将其

作 为 受 政 策 干 预 地 区 的 反 事 实 替 身

(Counterfactuals),进而可比较“真实处理组”与“合
成控制组”在政策实施前后相关经济变量的变化情

况,最终反映出政策净效应大小。合成控制法通过

数据驱动确定“合成控制组”的最优权重,相较于

DID等传统回归方法,避免了因控制组的主观选择

而可能导致的政策内生性问题。

1.2 政策评估方法的应用场景

图2展示了1980—2018年美国NBER发表的

有关政策评估方法应用的论文分类数量统计结果。
可见,政策评估方法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涵盖经

济、教育、医疗、环境等各种领域,最流行的应用场景

是劳工研究和公共经济这类与公共政策密切相关的

领域。不仅如此,政策评估方法的运用往往紧跟政

策,并逐步从单一政策的评估演变为对政策组合和

政策网络的综合评估,进而帮助政府和社会更好的

了解政策的综合影响效果。综上,在众多应用场景

中,有必要结合前文中各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有针

对性地处理不同的政策识别问题。

图2 1980—2018年NBER政策评估相关论文分类统计[2]

表1展示了1992—2016年中文核心期刊和中

文社 会 科 学 引 文 索 引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CSSCI)期刊发表的公共政策研究领

域文献的高频关键词统计结果[16]。对该统计信息

中相关主题分类汇总后,本文得到了该阶段中国学

者所关注的政策评估方法主要应用场景(图3)。其

中,以公共管理、公民参与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代

表的公共政策执行效果评估等备受学者关注。此

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机构、优惠

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等领域,同样是我国学者进行政

策评估应用最流行的场景。并且,不少学者还积极

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出发,对我国的经济增

长、经济发展以及创新水平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理

论探讨和实证检验。不仅如此,以义务教育、教育公

平、高等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政策,以及农民工话

题等同样占据了较大的比例,从侧面体现出中国学

者所具有的浓厚人文关怀。同样地,为精准识别政

策实施效果,有必要具体分析各公共政策潜在的内

生性问题,寻找有效的工具变量,并立足于政策样本

和数据的特点,使用合适的估计方法进行分析。

1.3 政策评估方法的最新进展

随着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政策维度和实施精

准性的不断提高,对政策评估方法的科学化、严谨

化、精准化以及系统化等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故而

传统经典方法面临着适用性的重大挑战。值得注意

的是,近年来大数据、文本分析、机器学习等新模型

和技术发展为有效应对传统政策评估方法面临的挑

战提供了可行的路径。正如Currie等[2]总结和展望

实证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前景所得出的结论,新数据

结构(如高维参数、网络结构、多元异构等)和新数据

类型(如实验数据、文本数据、图像数据、社交网络数

据等)必将引领新的计量建模理论变革。其中,空间

网络计量模型的发展为评估具有潜在溢出效应的政

策效果提供了理论基础;数据规模和类型的极大丰

富为多维度和精准化政策评估提供了现实可能;机
器学习方法的进步则为大数据背景下的政策评估提

供了技术支撑。
具体而言,洪永淼和汪寿阳[17]基于经济学视角

研究发现,大数据背景下政策评估正经历着从模型

驱动到数据驱动、从无偏估计到有偏估计、从低维建

模到高维建模、从低频数据到高频甚至实时数据、从
结构化数据到非结构化数据等新的理论计量模型研

究范式。Leung[18]以及Comola和Prina[19]探讨了

存在网络溢出和网络结构变化情况下,对政策处理

效应的估计问题,为空间网络模型用于政策评估提

供了初步的理论基础和思路。Chernozhukov等[20]

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就高维模型中普遍存在的结构

性偏差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并提出了自动化偏差

矫正方法,为因果效应的识别和定量估计提供了稳

健性等理论支撑。



 
第37卷 第6期 郭俊聪等:

  

多维度溢出效应政策评估方法、思路与中国优势———基于空间网络建模视角 957   

表1 1992—2016年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公共政策研究文献高频关键词统计*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1 公共政策 1
  

666 21 治理 100 41 可持续发展 68

2 政策分析 789 22 政策工具 99 42 政策制定过程 68

3 政策过程 369 23 税收政策 99 43 中央银行 67

4 政策执行 351 24 协商民主 97 44 城市规划 66

5 政策 301 25 政策研究 92 45 高等教育 66
6 政策评估 295 26 社会政策 92 46 议程设置 66

7 货币政策 283 27 公共政策研究 90 47 公共服务 65

8 教育政策 228 28 产业政策 90 48 问题 64

9 公共决策 191 29 经济发展 88 49 教育公平 63
10 财政政策 167 30 优惠政策 87 50 农民工 62

11 政策网络 165 31 公共利益 86 51 政策执行过程 60

12 地方政府 153 32 影响因素 86 52 利益集团 60

13 公民参与 151 33 公共管理 84 53 义务教育 55

14 政策议程 131 34 政策执行情况 76 54 创新 55

15 公众参与 124 35 和谐社会 75 55 社会保障 54
16 美国 121 36 政策科学 73 56 欧盟 53

17 经济增长 120 37 政策制定 72 57 评估 53

18 政府 117 38 价值取向 72 58 政策执行力 53

19 对策 112 39 金融机构 71 59 政策创新 52

20 中国 110 40 公共政策执行 69 60 技术创新 52

图3 1992—2016年中文核心和CSSCI期刊

公共政策研究文献高频关键词统计[16]

  从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两类前沿技术在经济学

研究中的应用情况看(图4),文本分析方法自1990
年代开始便陆续被应用于经济学研究,并在2008年

后得到了与日俱增的关注和运用;机器学习方法则

在21世纪后才开始被引入到经济学研究中,直到

2013年后才迎来了较多的实证应用。总体来看,尽
管上述两类方法目前相关论文占比均不足1%,但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经济学研究中两者均具有

较大的应用前景和潜力。

图4 两种前沿技术相关论文发表所占比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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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维度溢出效应下的政策评估方法

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涉及问题

之多、领域之广、矛盾之深前所未有。在此现实背景

下,中央和地方政府陆续出台的改革政策“组合拳”
与日俱增,政策叠加效应愈发凸显。为此,如何评估

此类复杂政策的实施效果,成为今后较长时间内研

究者所不得不面临和亟待解决的难题。同时,考虑

到我国以高铁开通和提速为代表的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善,以及国内统

一大市场建设方面的体制机制完善,加速了地区间

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流动和信息的快速传播,
由此导致政策在地区间、不同政策间存在着难以避

免且不容忽视的溢出效应,从而为政策评估带来挑

战。因此,本文着重围绕以下四种情形中存在多维

度溢出效应时,探讨传统政策评估方法的主要问题

与难点,以及空间网络计量模型的建模、识别和估计

思路,以满足复杂情形下综合性政策评估精准化的

需要。

2.1 单一政策存在个体、区域间溢出时,政策效果

如何评估

当一个政策在个体或区域间存在溢出效应时,
直接对比实验组和控制组往往会低估政策的效果。
例如,当某个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仅影响到实验组,
使得实验组产生额外经济增长g1>0,那么此时的

政策效果就是g1。但若存在实验组的行为或表现

可以溢出到控制组的情况(图5A),使得控制组的经

济也额外增长g2>0,那么直接对比实验组和控制

组得到的政策效果将是g1-g2<g1,此时政策效果

将被低估。同时,由于被溢出影响到的控制组又可

能反过来影响到实验组(图5A),从而政策可能具有

乘数效应。在此情形下,如果忽视溢出效应,那么这

种乘数效应也会被遗漏,导致政策效果评估存在明

显偏差。
在客观证据表明的确存在溢出效应时,Butts[21]

以及Huber和Steinmayr[22]等均假设这种溢出是局

部的,比如有距离限制或仅局限在某一个地区,即要

求溢出范围有限且易观察(图5B),在此基础上进行

后续政策评估。然而,现实情况往往更加复杂,以至

于不能较好地识别出溢出效应的有效范围。针对该

问题,本文提出以下研究思路:
(1)

 

在政策实施前,政策制定者可提前试点,通
过实验设计的手段控制溢出范围,结合双重差分模

型以便更好的评估政策效果。以创新型城市试点政

策对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为例,可选择距离较远的

试点城市与对照城市,使得对照城市不受溢出的影

响,此时便相当于人为地控制了潜在的溢出效应

范围。
(2)

 

在政策实施后,当无法确定溢出范围时,研
究者可以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与数据驱动相结合的政

策评估方法,通过数据驱动判断溢出范围,通过空间

计量模型控制溢出的影响。例如在分析低碳城市试

点政策对企业碳减排及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时,可
以通过距离试点城市100、200、500公里等阈值,分
别构建不同的广义邻接空间权重矩阵,进而采用空

间杜宾模型等计量方法考察该政策在不同空间范围

上的有效溢出范围。

 
图5 单个政策溢出效应示意图

2.2 政策效应和溢出均存在动态变化时,政策效果

如何评估

  当政策效应和溢出效应存在动态性时(图6),
政策效果的评估也将面临挑战。如果政策对实验组

的影响程度随时间变化,那么静态对比实验和控制

组无法捕捉政策效果的动态性;如果政策对控制组

的溢出影响可能滞后且随时间变化,那么忽略溢出

的滞后可能错误估计政策效果的动态变化。
目前文献中已有的研究往往通过事件研究方法

分析动态变化[23],但缺乏对溢出效应的讨论。为了

同时将溢出效应的动态性纳入考量,本文提出以下

研究思路:
(1)

 

研究者可以借鉴匹配(Matching)的思路,
利用政策效应和溢出效应的时间差,构建基于多重

差分或合成控制的空间网络计量模型。例如,在考

察高铁开通是否有利于促进人才跨区域流动等问题

时,考虑到北京和天津在2008年便开通了京津城际

铁路,保定市于2012年底开通运营京广高速铁路京

郑段,而直到2019年底张家口才迎来京张高铁的正

式开通运营。结合上述信息,我们可以用2008—

2011年进行一个标准的DID估计,以此得到北京和

天津开通高铁后的政策效应Y1。在此基础上,再以

2008—2018年为样本观测期,此时仅张家口作为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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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组,构建上述4个城市的空间网络计量模型,得到

包含溢出效应在内的总政策效果Y2。此时,只需要

用Y2-Y1,即可将政策的溢出效应分离出来。
(2)

 

研究者可以利用溢出效应和政策效应不同

的衰减特点,构建基于异质性动态趋势的空间网络

模型。同样以创新型城市试点为代表,该思路的主

要出发点在于:公共政策实施所带来的影响效果通

常具有随着时间先增后减的特点;而受到时滞效应

和相互作用的影响,该政策的溢出效应反而在政策

实施后较长时间段内相对平稳。因此,可以尝试构

建一个样本期较长的时变系数空间网络模型,以反

映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本身及其溢出效应的动态变

化,进而通过政策发生后各期影响系数大小及其变

化趋势,分离出空间溢出效应大小。

图6 政策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动态变化

2.3 组合政策存在多维度效果溢出时,政策效果如

何评估

当存在组合政策时(图7),政策效果通常体现

在多个维度且具有溢出效应,直接评价单一政策的

单一维度效果可能存在偏误。其主要原因在于:其
一,单一政策可能影响到个体的多种行为,这些效果

相互影响;其二,组合政策可能影响到个体的单一行

为,这些政策相互叠加;其三,组合政策可能影响到

个体的多种行为,效果和政策双重叠加。因而,多个

政策多维度效应的相互影响和溢出给政策评估带来

了困难。
然而,当前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并不多,已有文

献大多聚焦于单一政策下分别估计多维效果。为了

有效处理这种复杂情形,本文从结构建模和反事实

分析出发,提出以下潜在研究思路:
(1)

 

研究者可以将联立方程模型与空间计量模

型相结合,拆解多重溢出背后的机制。例如,在考察

互联网和交通基础设施各自通过线上和线下交流对

创新的影响及其溢出效应时,考虑到线上和线下交

流两者本身极有可能存在相互影响,因此有必要引

入联立方程模型,将这种潜在的互动关系进行控制。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联立方程模型,实现对空间

溢出效应的有效分离。
(2)

 

研究者还可以通过仿真模拟,测算单一政

策的单一效果、多维度效果。假定作者重点关注高

铁开通对区域创新成果的影响效应,则为剔除互联

网政策可能带来的干扰,可以在联立方程估计的基

础上,通过仿真模拟的方式,模拟在不同互联网发展

水平下,各地区陆续开通高铁后的创新成果数量与

质量提升情况。

图7 组合政策多维度效果溢出

2.4 存在复杂的高维空间网络数据时,政策效果如

何评估

  得益于数据收集和处理技术的发展,研究者对

高维空间网络数据的获取成为可能,但由于这类高

维空间网络数据的复杂性,与之对应地对政策评估

方法的改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一,很多高维数

据是以文本、图像甚至视频形式存在的、非结构化的

数据类型,对数据的清洗和提取提出了新的更高的

要求;第二,数据存在多个维度,例如数据可能呈现

出类似“城市—产业—公司—产品—时间”等多个层

面;第三,数据的多个维度间可能存在复杂的网络溢

出效应,例如城市之间、产业之间、产品之间均可能

存在不同的互补和替代效果。
现有文献对于此类情形的研究通常采用将多维

度与溢出分开的思路,如使用多维度数据但不考虑

网络和溢出[24]、分别研究多个网络结构下的溢出[25]

等。为此,本文认为处理此类问题的潜在思路在于

将经济学方法与计算机领域相关方法相结合。
(1)

 

利用文本分析、图像分析等方法提炼非结

构化数据中的有效信息,进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

空间计量模型相结合的思路进行政策评估。例如运

用文本分析方法对2010年以来各地方政府工作报

告内容进行处理,提取出各地区各年份对人才引进

的关注程度,及其具体的人才政策细节或吸引力,进
而构建高维空间网络计量模型考察其对各城市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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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各产业中各公司的创新成果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效

应。与此同时,还可进一步重点关注各公司研发人

员之间的知识交流共享情况对创新成果的潜在溢出

效应。
(2)

 

基于机器学习等方法对复杂高维空间网络

模型中的冗余参数进行降维,进而采用嵌套双重差

分方法的空间计量模型实现政策效应和溢出效应的

分离。例如,为得到科研人才集聚规模对创新成果

的影响及其潜在溢出效应,该方法主要思路在于:利
用机器学习方法对以各地区各年份各产业各公司的

招聘信息为代表的大数据资源进行自动化分类等降

维处理,从而得到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乃至不同企业

对高科技人才的市场需求,并结合嵌套双重差分估

计思路的高维空间网络计量模型进行更加深入具体

的探讨。

3 中国的研究基础与优势

随着我国一系列交通基础设施、工业互联网基

础设施、国家级新区、国家高新区、自由贸易区等公

共政策的陆续实施,以及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

的体制机制完善,为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系统把握

各类型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支撑和政

策样板。在我国线上、线下交流日益频繁带来政策

效果溢出效应复杂化的现实背景下,既需新的政策

评估方法助力政策的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价,提高政

策精准性和有效性,又为相关研究方法的提出和改

进提供了研究基础和优势。具体而言,我国的研究

基础和优势及其背后的传导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1)

 

我国铁路、公路、水路立体交通网发展迅

速、增量可观,政策效应凸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

网规划纲要》提出我国在2035年包括铁路、公路、水
路等立体交通网线网里程要达到70万公里。中国

交通基础设施增量可观的同时,也将通过同步实现

数字化、智能化,共同驱动智慧交通行业繁荣发展。
从交通基础设施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在区域间快

速流动,促进知识的共享交流这一客观事实出发,包
括公路通车、高铁网络等一系列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带来的各方面生产力提升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和案

例,为中国学者进行多维度溢出效应复杂化政策评

估提供了现实条件。
(2)

 

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
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数字经济重点产业兴起。《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围绕“打造数字经济新

优势”,做出培育壮大“大数据”等新兴数字产业的明

确部署。不仅如此,近年来我国众多政策均强调了

要充分激发数据要素价值潜能,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构建稳定高效产业链,统筹发展和安全,培育自主可

控和开放合作的产业生态,打造数字经济发展新优

势,为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提供有力

支撑。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速,其通过

线上交流传播显性知识,进而形成知识空间溢出效

应,最终影响区域创新发展水平的作用机理愈发凸

显。不仅如此,在大数据、云计算时代背景下,对于

各种高维的非结构化数据获取已成为可能。从而,
如何在此类复杂网络数据下有效识别出政策效果及

其潜在的网络溢出效应,无疑成为未来构建和改进

新型政策评估方法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
(3)

 

全国统一大市场体制机制完善,市场资源

整合成为知识空间溢出与创新发展新引擎。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

全球化遭遇逆流的时代背景下,促进全国统一大市

场体制机制的完善,既是做大做强“内循环”的现实

要求,又是增强商品、资本与劳动力等市场资源整合

能力,释放中国市场经济活力、潜力,发挥市场规模

和体量优势,驱动区域创新发展水平提升的重要体

现。总体而言,通过构建广阔和统一的国内大市场,
不仅有利于形成产业链上下游关联,促进市场资源

整合以及科技合作,而且还有利于扩大新产品的市

场潜力,改善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最终促进科学技术

的空间溢出和创新数量和质量双提升。
(4)

 

我国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人才、
创新战略意义提升到全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
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

势。”“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在全国各地区创新激励和人才

引进政策层出不穷、科研人才集聚规模日益凸显的

当下,亟需新的评估方法以有效精准地评估其在跨

区域知识交流过程中对创新成果等的政策效果,以
此加快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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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高铁、互联网发展、市场整合与人才促进知识溢出及创新发展的作用机理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郑维伟[1]研究成果拓展绘制)

4 结 语

本文从服务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角度指出了

发展完善政策评估方法的重要性。文章首先回顾了

传统政策评估方法中较为经典的固定效应模型、工
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法、断点回归设计、合成控制等

方法及其应用趋势,并强调了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

在未来应对复杂空间网络数据时的重要应用场景,
然后重点探讨了空间网络计量模型在应对多维溢出

效应挑战下,进行科学化、严谨化、精准化和系统化

政策评估的独特优势,以及其在建模、识别与估计层

面潜在的研究思路。最后,本文结合我国在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互联网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全国统一大

市场以及创新人才发展战略等方面探讨政策溢出效

应的研究基础与优势,强调了我国众多的公共政策

样本是未来考虑多维度溢出效应下进行政策评估方

法的提出与改进的天然“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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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traditional
 

policy
 

effect
 

evaluation
 

methods
 

such
 

as
 

fixed
 

effect
 

model,
 

instrumental
 

variable,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and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policy
 

evaluation
 

methods
 

under
 

multidimensional
 

spillover
 

effects
 

and
 

emphasizes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spatial
 

network
 

models
 

in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multidimensional
 

spillover
 

effects.
 

In
 

particular,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ethods,
 

identification
 

and
 

estimation
 

problems
 

of
 

the
 

spatial
 

network
 

econometric
 

model
 

when
 

dealing
 

with
 

the
 

inter-individual
 

and
 

inter-regional
 

spillovers
 

of
 

a
 

single
 

policy,
 

the
 

dynamic
 

changes
 

of
 

policy
 

effects
 

and
 

spillover
 

effects,
 

the
 

multi-dimensional
 

spillover
 

effects
 

of
 

combined
 

policies,
 

and
 

the
 

existence
 

of
 

policy
 

effects
 

in
 

high-
dimensional

 

network
 

spatial
 

data.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s
 

transportation,
 

Internet
 

and
 

other
 

hardwar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s,
 

as
 

well
 

as
 

the
 

increasing
 

improvement
 

of
 

the
 

soft
 

environment
 

such
 

as
 

the
 

national
 

unified
 

market,
 

provide
 

an
 

original
 

fertile
 

soil
 

and
 

China
 

advantage
 

for
 

Chinese
 

scholars
 

to
 

deeply
 

explore
 

the
 

policy
 

effect
 

evaluation
 

method.
 

At
 

a
 

time
 

when
 

policy
 

effect
 

spillovers
 

are
 

becoming
 

more
 

complex,
 

discussions
 

in
 

this
 

paper
 

can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policy
 

evalua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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